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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影产业发展中一个被忽略的角色：大众媒体

———民国时期媒体与明星制关系的范本研究

闫凯蕾

摘　要：现代媒体是明星产生的话语系统，正是由于混合型社会和言论之都的社会特性，上海才诞生

了明星。大众媒体是明星制的基础，由舆论带动起来的广大的影迷市场是真正的造星之手。在共同的利益

驱使下，影片公司与大众媒体越来越靠拢，由两个主体蜕变为一个主体———即明星制造系统———的两块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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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星”概念与大众媒体的血缘关联

“明星”本身是一个特殊的概念。电影明星，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内容：本人形象，银幕形象和媒体

形象，明星的这三种形象，在事实上可能交相叠加，更可能大相径庭。

现代媒体是明星产生的话语系统，本文认为，媒体形象是成就明星的关键。它更是一个时期社会心

理的反映，是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和普遍欲望的投射，是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对明星的迷醉和市

场需要造就了明星。

“明星”概念的构成，不同于其他的概念结构，它的划分应该依据对象的特殊性———即上文所述的

明星概念中间最重要的部分：媒体形象———来作具体的分析。

二、明星发源地：上海的媒体社会性质

在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进入了作者的视线，为什么在民国时期，偌大中国只有上海才能诞

生电影明星？

１混合型社会。
在经历了１８９５年改良运动和１９１９年的五四为标志的 “新文化”思想运动后，中国一批知识分子

彻底与传统决裂。而中国社会，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作为各种思想冲突的前沿，正以不可

逆转之势成为一个 “混合型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知识分子队伍的裂变。

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这个大量城市人口所生存的空间，有各种新式通俗出版物，有浸染着西方影响

的各种文学作品，还有电影院；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尽管始终恪守自己古老的观念。实际

上，在他们的世界里，迷信与大众宗教混为一谈，黑社会组织和政权派别并立，佛教僧人和道家行者

同行，这种状况让已经纷纭复杂的上海这个城市，更显得难以看清。

同时，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外国势力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一个上海居民很少能够进入这个本属

于自己的 “故城”，事实上整个上海由于城中之城的存在，已经完全变质了。这个故城的生活——— “洋

鬼子”和 “假洋鬼子”的生活———让他们更加羡慕和崇拜那种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图景。只要将１９１２
－１９４９年间的中华民国与此前的晚清，以及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比较，人们就会看到，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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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外国影响甚至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刻。

咖啡馆、电影院、公园、球场、跳舞场等新的建筑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成为高级华人的生

活榜样。在这些代表不同文化的 “异质空间”，不论是那个时代还是直到今天，上海人似乎都很享用那

种 “休闲”生活带来的别样想像的生活氛围。

混合的人群、混合的思想，让上海这个地方成了一个 “混合型社会”。

２言论之都。
不仅是外国人，大量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口迁徙，上海变得越来越庞杂，越来越成为一个真正的都

市。老式的茶庄酒肆里那种旧式寒暄热闹的人际交往方式渐行渐远，一种更为疏离和陌生化的人际关

系和强大而有凝聚力的社会舆论开始凸现。上海都市化的进程与社会舆论、社交空间的发展几乎是同

步的。

这一点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上海，看电影是一种时尚，而在内地或者其他城市，电影院更多

的像一个新瓶旧水的老剧场和找乐子的地方。

因为，上海并不是一个思想先锋的知识分子社会，或者像内地很多城市那样的官僚社会，或者一个

纯粹的外国人统治之下的殖民地，它似乎是一个格外柔性的地方，能把众多的矛盾轻而易举地糅合在

一起，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 “异质社会”。

在这个空间，人与人之间是陌生的，口口相传的传统人际交流在这里丧失了用武之地，一种更为强

大的力量———现代传媒业的诞生成为必然。在上海这个混合型社会，现代传媒作为不同人群在巨大心

理负荷之下的心灵出口，承载着重要的人际交流和社会心理疏通的功能。

民国时期各个城市的传媒业中，上海长久地居于第一把交椅：拥有最多的印刷工具、又是对内对外

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不但输入纸张等原料便利低廉，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而因为这

两个缘故的绵延，使得上海的媒体比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更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

而这些构成了电影业和电影明星发生的最好条件。明星的产生与社会舆论的发展同步，报纸的发

展让中国有了舆论，有了名人。

中国电影积极的参与者正是当时见识过电影、以电影为时尚的上海的女学生，还有交际花甚至妓

女，她们是女演员源源不绝的人才库，她们让中国电影摆脱了早期以文明戏为模型、男扮女装的拙劣

雏形。女演员的这种储备是中国其他口岸城市无法提供的。也只有她们才拥有成为明星最重要的可能

性———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

换言之，上海已经具备了产生明星的基础：急速发展的社会舆论力量，使得上海日益成为一个言论

社会。只有在上海这个公共社交空间众多、社会舆论繁杂的言论之都，才存在明星赖以生存的媒体空

间，才能产生明星。

三、明星制的基础形成：大众媒体成为真正的造星之手

我们大概需要重新审视传媒业在电影产业发生史中间的作用。正是在传媒业的作用之下，明星才

能诞生，明星制才能在电影产业中发挥影响力。

作者认为，民国时期明星制的基础形成于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１］。

在这个时期，由于副刊、专刊的大量增加，有关电影的版面急遽增多，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增加了电

影的内容。电影已经进入到每日的报纸、专刊、增刊、副刊、附刊的各个角落里。加上电影评论兴起，

出现一批影评人，他们一方面对电影创作进行批评，同时为培养了国产影片的观众以及对广大观众的

电影修养发挥了重大作用。电影的专门刊物中，仍有大量刊物诞生。其中，主要登载影坛动态、明星

消息的一种全新的刊物：《电声周刊》诞生了。它标榜 “舆论公正”，畅销达十年之久，是民国时期发

行时间最长、具有较大影响的电影刊物，是电影刊物中独立于影片公司之外、介于严肃理论刊物和花

边小报之间的刊物，实际上是一份大报化的小报，它的骨干都是与影片公司甚至是明星本人关系很好

的编辑和记者，利用他们消息灵通的特长，在报上连篇累牍地抛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内部消息，常将一

些大报不宜刊登的影片公司和影人的行踪、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捅在上面，更是能够很及时地传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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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们的动态。

在这个时期，明星的媒体环境基本已经成熟了，从此以后，媒体环境都是保持这个框架的大致形态

之下、随时代而变化的微调。明星的演技、脾气爱好、以及日常生活都在现代传媒的力量下，为广大

影迷所熟悉。

从１９３３年以后，明星这个头衔与生俱来的商业价值在这个时期被逐步挖掘出来。比如电影皇后的
选举和八大女星的出台。这些活动的举办方有的是肥皂、烟草公司，为了增加商品的品牌效力而举办

活动；有的是报纸为了扩展影响力、增加销售额而筹划明星选举。

１９３３年，上海新创刊的 《明星日报》发起 “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投票活动从元旦开始，到２
月２８日为止，《明星日报》社最终揭晓选举结果：胡蝶得 ２１３３４票，陈玉梅得 １００２８票，阮玲玉得
７２９０票，胡蝶就此戴上了 “电影皇后”的佳冠。

同年，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也发起了一次 “力士香皂奖电影明星竞选”活动，结果胡蝶又以

６１７９票名列第一。翌年，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又发起了 “１９３４年中国电影皇后及十大女明星竞选”活
动，并于同年１２月１３日在 《申报》上揭晓了选举结果，胡蝶再次荣获 “影后”桂冠。

１９３４年，上海 《影戏生活》日报举办 “民国二十三年电影皇后选举”，选举自元旦始，期限为一

个月。结果，陈玉梅以３０２３２票当选影后。
１９３４年初，在陈玉梅当选影后之后，河南省开封市有一家 《联星影报》也发起了影后选举，结果

是阮玲玉当选。据说阮玲玉之所以当选，主要是由于她主演的影片 《归来》正在开封上映，她的表演

深得观众的好评。①

同年，上海 《电声》周刊也举行 “中国电影明星选举”②，选出十个项目的最优者。《大晚报》也

曾举办中国明星选举。在１９３４年元旦，得票明星男十七人，女二十人。③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少想像得到，在动荡的民国时代，当日影星的风光和影迷们的狂热。但只要想想

电影是那个年代市民生活的主要娱乐方式，翻翻当年报刊上观众写给影星的信，粗略估算一下这些活

动中大众的参与度，就可以知道，原来民国时期的追星族和我们所在的时代一样，对偶像的追逐永远

都是狂热的。

被称作 “电影皇后年”的１９３４年，从元旦开始，选了好几位电影皇后，每次的选举都变成了几家
电影公司的激烈竞争。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当选，电影皇后的头衔就是最好的宣传资料，胡蝶就是最

好的例子，无论什么地方，胡蝶的名字总和 “电影皇后”四个字分不开，影片公司也可以利用 “电影

皇后”这个招牌，对外宣传。

八大女星的选出在当时也极为轰动，即阮玲玉、胡蝶、王人美、袁美云、陈燕燕、黎明晖、徐来、

８７

①

②

③

《电声》第三卷第十期：得票数位于前八名的依次为：阮玲玉、胡蝶、陈燕燕、王人美、陈玉梅、徐来、艾霞、胡萍。

《电声》自三卷第三期起举行中国电影明星选举，选举分十个项目进行，结果如下：

我最爱慕的明星 （男）金焰 （女）阮玲玉

我最不喜欢的明星 （男）郑小秋 （女）宣景琳

最美丽的女明星 胡蝶

最漂亮的男明星 金焰

表情最佳的明星 （男）高占非 （女）阮玲玉

最可爱的女明星 陈燕燕

最强壮的男明星 查瑞龙

最有希望的演员 （男）黎铿 （女）袁美云

我最愿和他做朋友 （男）金焰 （女）陈燕燕

最健美的女明星 王人美

男女前十名为：

男明星 （一）高占非 （二）金焰 （三）龚稼农 （四）王桂林 （五）郑小秋 （六）王献斋 （七）张振铎 （八）刘继群 （九）郑君

里 （十）孙敏

女明星 （一）胡蝶 （二）阮玲玉 （三）陈燕燕 （四）王人美 （五）高倩萍 （六）陈玉梅 （七）陆丽霞 （八）艾霞 （九）黎灼灼

（十）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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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秋心八人。其实，所谓的八大女星只是良友出版社做明星照片专集操作出来的事情。

当时还有明星参加各种广告、揭幕、时装表演等商业活动。“外滩，三头洋行，当然是日本店。有

一大块的油画广告，上面画着的是我国的女明星胡蝶女士。于是人们说：“胡蝶是 ‘味之素’。徐来是

顺风牌的鲜橘水，严月盻是啤酒，黎莉莉是球鞋，王人美胡笳是牙膏。总而言之女明星都是力士

香皂。”①

报纸上充斥着这类八卦消息：影片中女星的牺牲色相的总汇、以及女星的裸体照片，女星的结婚、

离婚、打官司、小产、女明星日记。

在当年的娱乐小报，八卦消息五花八门，成为人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态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些利用明星的品牌进行的商业活动和八卦消息，是商家 （包括报刊）为了自己的营业而进行的

商业炒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商家之所以能进行炒作，不外乎看准了市场的欢迎。

商业活动和八卦消息的受众目标就是影迷。所以，也可以说是影迷造就了这些炒作和消息。当时的

每一个明星，所拥有的虔诚拥戴的影迷观众至少在一万以上②。假使影迷能够组织起来的话，每个城市

中，总可编成一两军。像沪汉平津港粤这些大都会，那人数就更多了。假使全世界的影迷能够组织起

来的说话，那人数一定比教会青年会等任何团体都要来得多③。据说，电影皇后胡蝶每天收到的情书，

总是那么一大叠；皇帝金焰每天至少也接到十封，并且据说有一个小姐竟为他而绝食。④

这些明星的影迷是明星本位的。凡是这个明星的戏，他们一定要看；关于这个明星的一切，他们一

定要知道。尤其这个明星的私生活，更成了他们兴趣的中心。明星的结婚、离婚，甚至于比自己的婚

姻大事还要重要，电影明星为抓住自己的观众，有时不得不雇几个书记专写使影迷满足的信；影片公

司老板为保自己的片子卖钱，常常发出一些离奇古怪的新闻使影迷提心吊胆。这是明星制度成立的一

个有力的根据。

所以客观地说，很多明星也正是通过商业炒作和八卦的舆论界造出来的，方式很多，其中有

“捧”：拍照片，写访问记，登起居住，称之为 “东方 ××”，只要方法运用的巧妙；还有 “贬”———

其实客观上无意中反而造就了明星。

比如黎明晖在厦门闹了命案事件之后，回到上海反而被天一高薪聘请，演了以此事为原型的故事

《追求》，名声比从前更大⑤。还有从舞星而影星的梁赛珍，一直是舆论冷嘲热讽的对象，反而越来越

红，被联华重视，专为她们姊妹拍了以她们为原型的片子 《四姊妹》。至于以 “谈恋爱最勇敢”的女明

星谈瑛和 “追求异性最大胆”的黎灼灼，更是以她们的舆论形象延续了银幕印象，标榜着自己独特的

个性 。还有初选为八大女星的顾兰君，在此时还几乎没什么作品，却一样很红———那是大量参加揭牌

之类商业活动的结果。而公众心目中的明星性格也正是通过媒体报道和各种商业活动塑造出来。

可以说，八卦消息和商业炒作是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的主要原因。它们既塑造了明星的舆论形象，

又是一把测量明星的标尺———明星是否当红、以及有多红的标尺。

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没有这些 “八卦消息”的明星，则像失去了水滋养的鱼儿，渐渐枯死、被观

众遗忘。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反派影星更容易走红。

在当年的报纸上，胡蝶显然是头牌红星，与阮玲玉相比，她的消息和各类 “走穴”活动最多，而

阮玲玉虽然声望很高，但并没有像胡蝶这样被人关注。至于胡蝶结婚之后，她的各方面消息瞬间变少，

也就渐渐淡出了影坛。

所以，正是由舆论带动起来的广大的影迷市场才是真正的造星之手。

由此看来，媒体是明星制存在的基础。由于媒体的介入，明星制度的基础逐步建立和巩固。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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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声》第三卷三十四期 １９３４年９月７日
《电影画报》第三期曾有报道 《影迷同志写真馆》，详细描述了当年影迷的盛况。

《影迷周报》第一卷第八期有一篇报道 《谈影迷》，记述了当时人们狂热的追星举动。

《电影画报》第三期：《影迷同志写真馆》

《电影画报》第一期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日：黎明晖的 《追求》，这，你一定会想起小妹妹的情杀案。然而银幕上的黎明晖并不

曾扮演小妹妹的情杀案。但是影戏院却宣告客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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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点变动和明星制度的进展紧密呼应，在这个过程中明星制度由自然萌发而逐步完备。媒体作为明

星产生的话语系统，逐步成熟。正是有了这样的媒体效应和舆论基础，明星制才能开始发挥其效力。

四、大众媒体与明星制造主体的融合

本文认为，媒体与明星制造主体的融合始于１９３３年左右，从这时起，各大公司开始热衷于创办宣
传自己明星的公司刊物。

影片公司出自己的刊物，由来已久，如明星影片公司发行的 《明星特刊》１９２５年 ３月１日创刊，
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０日出至第廿九期后停刊。又如天一公司的 《天一特刊》，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０
日出版的２９－３０期合刊。这两种刊物内容设置大致相同，包括影片介绍、本事、演员照片、剧照、影
评。到了这个时期，随着电影被越来越多的知识阶层喜爱，专门刊物繁荣起来。

联华公司出版的 《联华周报》（后改为 《联华画报》）是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日创刊，《联华画报》是电
影公司出版物中，第一个有意识的宣传自己明星的刊物，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明星月报》创刊，这两种刊物都有公司近况、影片本事、导演阐述、影评、以
及理论文章等内容。尤其是 《联华画报》，刊物的文字水平和制作思路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这两种刊物里，两大公司的明星阵容在每一期都会介绍。《联华画报》第一卷在每一期的头版一

半的版面放一幅影星照片，并配以简短的宣传和介绍文字。联华的明星都上过 《联华画报》，有的还不

止一次。

《联华画报》还经常在 “小事情”“从影日历”“银沫”等栏目，披露一些影星趣闻，记述明星日

常生活，比如陈燕燕闲暇的时候，绘画、刺绣，看小说、深居简出，这为陈燕燕的乖巧性格做了很好

的注脚；诸如此类的方法巧妙地捧自己的明星；《胡云集》更是笑星们的言行，突出韩兰根、殷秀岑、

刘继群各人不同的个性，笑料百出，可以当笑话集来看，深受读者欢迎，后来单独另行出版。

除去这些直接的宣传文字，《联华画报》还有很多的明星的访问记和明星自己的文章，如：《记林

楚楚》《我的自白·黎莉莉》《关于陈燕燕》《模范的儿童 黎铿》《银海五年中·陈燕燕》《一点意见·

金焰》《葛佐治访问记》。这些都是包装和宣传明星的重要手段。

作为影片公司制造明星的手段之一，以 《联华画报》为代表，开了明星制造的新路子，而不断为

后来的各个影片公司所效仿。明星的制造到了这个时期，已经转入了以公司为主体的系统化、规模化

制造阶段。各公司为了抢夺市场、抓牢观众，终于开始有意识的培养新明星，这是明星制造者由导演

向公司的良性转移，有利于可操作性程序的有效建立，和明星制的持续性发展。

这个时期各个公司已经有了以明星为中心的一套培养和宣传机制：对于明星的培养，各公司有了

细化的市场定位方案；而制片公司自己发行的刊物，使得他们有了自己的宣传阵地。《联华画报》的诞

生作为影片公司制造明星的手段之一，表明了影片公司对于大众媒体力量的重视和吸纳，成为媒体和

影片公司发生融合的标志。

结论：一个主体与两块功能

一般认为，影片公司是明星制造系统的主体，本文认为，大众媒体在明星制造系统中承担了重要的

作用，成为明星制发生作用的基础；并且，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影片公司与大众媒体越来越靠拢，

由两个主体蜕变为一个主体———即明星制造系统———的两块功能。

这在今天的中国娱乐界，已越来越被证实。娱记逐渐成为娱乐界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于娱乐圈与

大众之外的第三方。电视造星、大众造星的兴起———如各类选秀节目，不仅仅是全民狂欢的一种表征，

也折射出主体意识回归之下公众对现有造星系统变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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